
关的史料，这件事情的细节已无从知晓。笔者妄自揣

测：傅斯年没有去接胡适可能是他们事先已通过电话，

或者可能已通过书信、电报打过招呼了。杨建民先生曾

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事说：“据其它资料，傅斯年曾经到

车站去接胡适，由于当时路程远，时间不准，久等不得而

返。”（杨建民：《当追忆遇见日记》，北京《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９年

５月１３日，第５版）笔者征询杨先生的材料出处，杨先生回

复说：“此文写作时间较早，只记得是在一封书信中引

得，现在你问起，材料翻检不出。我留心此事，若发现立

即告知。”由于笔者才疏学浅，阅书有限，但判断极有可

能真的存在此类信件。傅斯年书信或者电报的内容可

能是：适之先生，那天事务较忙，就不去接你。晚饭来我

家，为你返平接风洗尘（这方面的书信或者电报笔者目

前不曾见到，皆是揣测）。如此，自不必傅斯年去接了。

还有一条理由可以支持笔者的揣测，众所周知，胡适与

学生傅斯年的关系甚佳，那么胡适返北平，岂有不告诉

傅斯年之理？至于罗尔纲为何会虚构出如此一幕，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余英时先生的解释让人更为信服。

当今各种回忆录的出版颇多，由此一例，史家在使用回

忆录时应当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此公案经笔者上述的简要分析，似乎也可就此结案

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３—１２
作者贾鹏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
生。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责任编辑　殷　铭】

“大跃进”期间的新闻传播及其对从众行为的影响

姚 桂 荣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
是心理上的事实。”（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１页）“大跃进”运动，作为
有广大干部和民众参与的国家建设运动，是在弥漫于整
个社会的从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而影
响从众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闻传播。

“大跃进”期间的新闻传播媒介主要有：作为国家通
讯社的新华社；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党刊《红旗》
杂志；由统战部和中宣部主管的《光明日报》；各省省报、
党刊；正式开播于１９５８年９月的新中国第一座电视
台———北京电视台；作为国家广播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地方广播电台、农村有线广播网等。参与“大跃
进”运动的广大干部和民众是这些媒介的主要受众。传
播者和受众，是“大跃进”期间互相作用的两类群体。导
致“大跃进”期间的从众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新闻传播媒
介的反复刺激，是使作为受众的广大干部和民众产生从
众行为并使之不断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传播是
“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
种程度上，个人会凭借这个过程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
和观点”。本文主要探讨大跃进期间上述新闻媒介的新
闻传播及其对干部和民众从众行为的影响并总结其教

训与启示。

一　新闻媒介通过正式的传播通道，传播了
有关“大跃进”运动的片面、失真和浮夸的信息

　　“大跃进”年代，电视没有普及，新闻传播主要是通

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党报党刊和各省省

报、党刊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电台、广播等组成的传播通

道进行的。作为正式的传播通道，它们传播的信息多是

来自官方的和最早的，对作为受众的广大干部和民众来

讲，会起到主导和先入为主的作用，产生舆论导向的权

威效应和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

导致新闻媒介在“大跃进”时期传播片面、失真和浮

夸的信息的原因，其一是当时的闻传播的政治性取代了

客观、公正的专业性，使传播的信息不仅带上官方意识

形态的色彩，而且带上了“大跃进”运动的“左”的色彩。

“大跃进”运动之前和运动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要

求国家党政机关直接控制的党报、党刊、电台、命令、指

示、文件等要有很快的速度和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

政策性，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强调“依

靠党委办报”，“新闻为政治服务”。早在１９５７年６月，

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时指出，写文章，尤其是

写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

强调这叫政治家办报，并要求全国新闻工作者贯彻这一

原则。新闻传媒界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前后认真领会

和贯彻这一精神并把宣传“大跃进”当作最大的“政治”。

在１９５８年４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中

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作了题为《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

进的统帅》的总结发言，会议提出了“广播是阶级斗争的

工具”、“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的观点，会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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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宣传政治作为广播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刘家林：《新中

国新闻传播６０年长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上，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１８９页）。创刊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的《红旗》杂志

半月刊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它的任务就是“拔掉

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大跃进”

期间，新闻宣传便成为阶级斗争和“大跃进”的工具，“而

１９５８年中恶性膨胀的‘假、大、空’新闻作风则成了这种

工具的最基本的一种品质”（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

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９３页）。

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一些领导者一手拿着高指标的帽

子，一手拿着右倾的帽子，逼着新闻工作者虚报浮夸。

所以有‘右倾压出高指标’的说法。有的新闻工作者在

采访报道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往

往被扣上‘右倾帽子’、‘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轻则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重则家破人亡”（方汉奇：《中国新闻传

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９０页）。因此，脱

离事实的假、空消息是“左”的做法逼出来的。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和坚持政治性原则的矛盾，使

得上述媒介的主编、编辑和相关工作人员，在担负着宣

传“大跃进”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政治任务时，承受着巨大

心理和政治压力。传播者通过这些信息通道传播的有

关“大跃进”的信息，具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和工具性，

而政治性原则的加强，必然会削弱新闻的客观、公正的

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大跃进”运动是伴随着新闻传

播的政治性不断加强而逐步发生和发展的。

“大跃进”运动发动前后，为当好“大跃进”的促进

派，新闻媒介在方向性、关键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早

在１９５８年元旦，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了

受毛主席表扬过的社论《乘风破浪》，其中提出“超英赶

美”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

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

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

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人民日报》，１９５８
年１月１日，第１版）。２月３日，又发表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的社论，提出：“跃进是一种实际可能的前进”

（《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２月３日，第３版），号召全国全面开展

“大跃进”。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社举行了“大跃进”动员

大会，宣布了此前根据南宁会议精神制订的《人民日报

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要求新闻报道的标题“富于

思想性，能充分体现党中央的领导意图，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都很鲜明”（参见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６０年长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上，第１８７页）。按照毛泽东“破除迷信”的

指示，报纸大力宣传“唯意志论”。６月２１日，《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提出“争速度就是抢时间”，并把速度问题

提升为“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

针问题”（《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第１
版）。８月３日，又发表社论批评了“唯条件论”，提出“人

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

的”（《年底算账派输定了》，《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３日，第４
版）。８月２７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

章，文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不是主观唯

心论，而是完全辩证唯物论”（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大产》，《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第３版）。

为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红旗》杂志（半月

刊）发表陈伯达撰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红

旗》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第３期），介绍了湖北一个农业合作社

办工业的经验，为人们树立典型。７月１６日，又发表了

陈伯达撰写的《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红旗》１９５８年第４
期）的文章，又一次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红旗》杂志

的这两篇文章是较早宣传人民公社的报刊文章，在一定

程度上为各地兴办公社提供了实施的方向。１９５８年８
月６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

说：“人民公社好”。《人民日报》便在８月１８日的头版

发表了《人民公社好》的社论，宣布河南信阳专区成立了

人民公社，并肯定人民公社的十大优点，如搞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对社员实行“十五包”等。９月１日，《红旗》杂

志（半月刊）第七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一文，

还刊载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对全

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进行了典型报道，并对人民公社的

性质、任务等做了说明。９月９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又

讲：“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一信息很快被报刊和电台

传播。当时很多报纸杂志都刊登“人民公社”专栏和“共

产主义思想教育”专栏，挑选典型与插红旗，以“向共产

主义迈进”的具体行动来判别人民的政治本色。上述对

成立人民公社的典型报道，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建立

人民公社的官方报道，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大肆渲染，

在一定程度上使作为受众的广大干部和民众受到了引

导和暗示，并导致了他们响应人民公社化号召的从众行

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兴起并在１０
月底达到高潮。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速度之快，发展范

围之广，新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庐山会议后，新闻宣传脱离实际地声称国内工农业

生产及各方面的形势一片大好，强调１９５９年仍然是“大

跃进”的一年，并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

跃进高潮”的中心口号，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持续

地、全面地“大跃进”。在新闻宣传巨大的推动作用下，

继续“跃进”的局面再度形成。

导致新闻媒介传播失真新闻的原因，其二是当时的

信息传播机制是一种以党组织和行政等级渠道纵向传

递为主的直线型结构，在这种单一的、纵向的、层次化的

信息处理结构中，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构成了一个信

息筛选网和信息控制层。在“左”的高压政治下，加之任

命制的干部人事制度既能保证这些渠道迅速传递来自

上层的信息输出，同时也会阻碍来自下层的真实信息的

输入，这就使得各种原始信息被“加工处理”而失真。新

闻源实行上对下的组织传播模式，“因此受众多为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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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受新闻，受众与媒介之间是‘仰视’的视角……中国

受众对媒介信息从来抱‘迷信’的心理”（李楠：《中西受众

心理比较初探》，《新闻知识》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作为受众的

广大干部和民众对来自官方的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信

息是迷信而盲目接受的，由此引发他们态度的改变。

由于以上原因，新闻媒介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大跃

进”氛围下，传播了许多片面、失真和浮夸的信息。它们

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报道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

标和高产量；文过饰非，只报道成绩而不报问题；搞浪漫

主义，新闻报道像作诗、写小说，凭想象虚构产量；人云

亦云，随声附和。

宣传报道出现的浮夸现象，主要是对人们的劳动热

情、各种大办运动的极度渲染和对生产指标、产量的浮

夸虚报和假报。《人民日报》开辟了《比一比》的专栏，发

表各省的计划数字与实际完成情况，这实际上是给各地

施压。而有的报纸设生产上的“各省进度表”，这使得人

们争先恐后，大搞浮夸。

北戴河会议后，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对

此，报刊、广播热情地赞颂了“全民炼钢”运动和各种大

办运动的热烈场面，为大刮“大炼钢铁”的浮夸风推波助

澜，并在热烈赞颂“全民炼钢”盛况的同时，频频报道各

地出现的各种大办运动中的“高产卫星”。６月１７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全民大炼钢”的报道，报道福

州“炼出第一炉钢”（郭说传、孙德山：《炼钢不神秘，小炉显神

通》，《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７日第１版）。《人民日报》还

报道，在福建，８月底全省日产铁还只有一百多吨，９月

３０日就上升到一千五百吨，１０月２１日跃为七千吨，１１
月中旬最高峰达到日产一万八千吨，全省全年炼铁二十

万吨的任务，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２
月２８日，第５版）。９月２９日，“是全国大放钢铁生产‘卫

星’日，有８个省宣布生铁日产量突破万吨”（罗平汉、何
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５６～１９６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１４１页》）。１２月２１日，新华社宣布：１９５８年我国人民

夺取１０７０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

在各地竞放“高产卫星”的“擂台赛”中，作为主流媒

体的《人民日报》等报刊和新华社在不做实际调查的情

况下，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各行业的“高产卫星”：自６
月８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放出小麦亩产２１０５斤的

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后，各地“卫星”竞相见报。６月

１２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

星”，２．９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３５３０斤；６月１６日，新华

社武汉电：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

产４３５３斤；６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湖北省谷

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４６８９斤；６月３０日，

《人民日报》第９版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小麦亩产５１０３
斤；７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第５版报道福建省闽侯县连

坂农业社２．６亩早稻试验田亩产５８０６斤；７月３１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

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１０　５９７斤；“新华社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电：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１５　３６１
斤；新华社１９５８年８月９日电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

大红花’；早稻亩产１６　２６０斤”（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

６０年长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上，第１８０页）；８月１３日，《人民日

报》在头版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

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分别达

到３６　９００斤和１０　５００多斤；９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

为《徐水人民公社颂》（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

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第３版）的文章，文中的五个标题分

别为：“一亩山药１２０万斤”、“一棵白菜５００斤”、“小麦亩

产１２万斤”、“皮棉亩产５０００斤”、“全县粮食亩产２０００
斤”；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全国粮食生产

的最高卫星———环江县人民公社中稻亩产１３０　４３４斤

１０两４钱；随后，９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环江

县亩产１３万斤的消息（王定：《“大跃进”广西放了颗灾

星———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炎黄春秋》１９９８年第４期）；１１
月２３日，《人民日报》放出了最后一颗小麦高产卫

星———青海德令哈农场“全场播种的一万四千多亩春小

麦，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斤；还有一点零七亩试验田

亩产高达五千七百四十三斤六两”（彭雪：《德令哈：青海国
营农场的一面红旗》，《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７

版）。

１９５８年夏，全国各地的“卫星”上天后，农业部公布

了夏收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１０１０亿斤，比上年增产

４１３亿斤，增长幅度达６９％。《人民日报》的社论很快就

为这些虚报浮夸的数字做了这样的评论：夏季大丰收说

明，“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

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

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只要我们需

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今年夏季大

丰收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３日，第６版）。

除了大放工农业方面的卫星外，新闻媒介还大力宣

传教育“大跃进”的“典型”：山西平遥县“平遥”综合大

学，“上增大学班，下带小学、幼儿园”（《平遥建立一所新型

综合大学》，《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９日，第１版）。该大学

开学第一天的课程，是全校师生参加大炼钢铁的劳动。

这种“综合大学”的办学方式，竟被《光明日报》称为普及

大学教育的一条新途径。此外，《光明日报》还总结性报

道了全国大办教育和扫盲的战果：“各地在半年内办大

学八百余所。”“共办各类各级学校二百多万所，在校学

生一亿六千多万人。”从１９５８年１月到８月，“我国扫除

了九千万文盲，这个数字比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７年扫除文盲

总数的２７９７万人多了两倍；在全国２　２５７个县、市中，已

有１　５１６个县、即６７．２％的县、市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祖国教育事业百花齐放万马奔腾》，《光明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０

月１日，第５版）。

“大跃进”期间，不仅新闻媒体上消息、通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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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社论各种体裁齐上，广播电台、新闻摄影等各种新

闻机构也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对“大跃进”运动的宣传。

当时，农村的收音机并不多，有线广播电台发展得比较

快。１９５８年“农村人民公社有广播站５０００多个，农村的

广播网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６８页）。１９５８年，全国有广播电台９１座，

１９５９年有１２２座（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６０年长编（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上，第１８９页），农民可以在田间地头和在家里收

听到有关“大跃进”的广播和电台新闻。此外，“大跃进”

期间还广泛运用广播大会这一特有的形式，大搞现场广

播大会、文艺广播大会和专题广播大会。

综上所述，如有论者所言，“大跃进”期间，新闻媒体

“在强调报纸的党性时不同程度地忽视报纸的人民性”，

“在强调报纸的政策宣传功能时，未能实事求是地反映

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未能客观地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唐秀平：《“大跃进”中
新闻报道失实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

年第６期〕，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

二　片面、失真和浮夸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
暗示和诱导了干部和民众，导致了他们的从众行为

　　由于新闻媒介极富感染力的片面的、虚假的宣传报

道和盲目跟风、大轰大压的做法，加上干部和民众接受

信息不全和受到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很容易

“跟随”传媒的声音，进而产生“从众”心理和行为。

迫于政治压力、出于从众心理，传播者通过传播通

道传播了许多失真的信息，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并反馈

到作为受众的广大干部和民众，产生了信息沟通后的一

种共鸣，然后形成受众对“大跃进”运动的相对一致的看

法，并很快把它加以扩散，使常态的社会心理发展受到

限制和压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和

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从众行为。

从理论上讲，新闻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有不同的心理

内容，受众对新闻传播内容的接受也具有不同的心理层

次。受众的接受分为接受信息、改变态度和影响行为三

个层次。“大跃进”期间，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对受众的

引导和说服的作用，从心理特征讲主要是暗示，即以间

接含蓄的方法，引导受众，使受众不自觉地接受并依此

而作出行为反映。那些虚假、片面的信息就是一种暗

示，它带给受众的是一种“信息性压力”。从社会心理学

理论讲，从众行为的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性压力，

“其他人的行为和观点作为我们从众的基础，被称之为

信息性社会影响”〔（美）Ｒ．Ａ．巴伦Ｄ．伯恩著，黄敏儿、王飞雪
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版）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４６０页〕。当某一事件一旦以大量复制的方式进

入传播渠道，当某类信息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被人们

认定为是社会的一种普遍性事件，便采取与之相适应的

反应，社会流行因此也就形成了。

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影响社会心理的前提是大众

与大众媒介的接触。当“大跃进”的赶超战略、社会主义

的价值和信念、浮夸虚报、造假报假的现象一旦进入了

大众传媒渠道，便很快产生了好似魔弹般的威力，对广

大干部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形成一种强大的说服力量，

使他们的思想迅速地集中到“大跃进”运动上来，使得他

们的群体意识和效仿趋同行为加强，并使他们不自觉地

对其报道的行为加以模仿，引起强烈的从众情绪爆发。

而从众情绪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很快由个体发展成为群

体的从众性，并呈现出盲目性和狂热性等非理性的特

点。

在新闻传播失真的信息误导和暗示下，广大基层干

部和民众，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农民群体，他们

的从众行为表现得很强烈。当媒介报道“卫星”上天和

查岈山人民公社的情况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

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

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

带回去研究研究。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布创

下亩产２１０５斤的丰产纪录后的第二天，湖北谷城县乐

民社紧跟其后，宣布他们的小麦亩产达到２３５７斤。二

十多天后，河南西平县和平社把小麦亩产量数公布为

７２３０斤。当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报

道湖北麻城建国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

九百多斤、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的记

录后，马上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地方互相攀比、

竞相效仿地虚报高产量。“广东省的领导看到这条消息

后，压力很大，感到广东作为全国有名的水稻高产地区，

不能落在人后，决定广东也要放一颗水稻高产卫星”，这

颗卫星由９月５日的《南方日报》放出（《巨型“卫星”升天，
田北社中稻突破６万斤》，（《南方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５日，第１

版）。广西环江县的亩产１３万斤的水稻“卫星王”就是在

８月１３日湖北麻城县放出了水稻三万六千多斤后，广西

环江县委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柳州地委的解放思

想、千方百计超湖北、争取全国第一的号召和策划下，在

害怕落后、盲目攀比心态驱使下炮制出来的。

新闻媒体在宣传推广先进经验时的瞎指挥风，使得

各种大办运动一哄而起。《人民日报》提出的全党全民

大办特办的事情就多达五六十项，如全民大办钢铁、大

办铁路、大办工厂、大办文艺、大办大学、大办教育等，出

现了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

面。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

兴起和壮大的。７月８日，《人民日报》发文《农业社办食

堂一箭双雕》（田连阡：《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人民日

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８日，第２版），概括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

处，并发表了《这件事要提倡》的评论。之后，全国范围

内兴起了举办公共食堂的热潮。特别是《人民日报》发

表《毛主席在安徽》（《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４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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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讯后，广大农民听说毛泽东倡导其他公社也可做到

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大锅饭制度后，很快引起了群体

效应。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０月底，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

食堂２６５万多个，至１９５８年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数激增

至３４０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９０％。

“大跃进”期间，新闻界自身也搞“大跃进”，他们贯

彻执行新闻报道中“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

针，制定新闻的“跃进”计划，展开新闻界内部的大竞赛，

大放新闻大卫星。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新华社举行“飞行

集会”，“社领导向全社同志们发出号召：在‘大跃进’中，

要求大家创造奇迹，放‘大卫星’……迎接‘新闻元帅’升

帐”（《放卫星、迎元帅》，《新闻业务》１９５８年第１２期）。他们自

身搞“大跃进”也属从众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引导作为受

众的广大干部和民众产生从众行为。对此，时任《人民

日报》总编的吴冷西后来做了如下反省：我主持《人民日

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

是比较谨慎，但到了６月份，“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

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

倒一切。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１９５８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

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

今仍深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

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２页）。１９６１
年，他在《整顿报道作风》中带着总结教训的口味说：“由

于党中央的威信很高，由于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这

一地位，报纸的一篇文章，一篇消息，报纸提倡什么，不

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会对各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对

各地的实际工作产生影响……宣传错了，片面了，就给

各地以坏的影响，给实际工作带来损害……人民日报威

信很高，对群众影响很大。相反，如果提倡错误的东西，

人家以为是中央批准了的。所以我们应处处设身处地

想到报纸的一篇文章、一篇消息、一个标题，对于实际工

作和群众生活的利害关系”（吴冷西：《吴冷西论新闻报道》，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９页）。

三　教训与启示

“大跃进”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当我

们从新闻传播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层面审视这个运动时，

可以总结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和谐的社会

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提供借鉴。

其一，新闻传播既要坚持政治性原则，也要坚持客

观性原则。“大跃进”时期的新闻传播偏离乃至违背了

客观性原则，实际上也伤害了政治性原则。有学者指

出：“‘大跃进’期间，在新闻界，以新华社及《人民日报》

为首的各级党报，曾用大量的版面、篇幅配合各级政府

作假、大、空的宣传报道……严重损害了党报的公信力
（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６０年长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上，第１７８

页）。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吴冷西回忆：“大跃进”期

间，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是因为不做调查研究，“下面怎

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

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１３７页）。的确，“虚假掩盖了

事实，高调排斥了真话，声势大、变化快、调子高成为‘大

跃进’宣传报道的基本特征”（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

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４４页）。这不仅损害了

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也给整个运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

响。这一历史教训告诫我们：新闻媒体要求真求实、客

观公正，才能避免引导人们盲目的从众。

其二，新闻媒介不仅自己不要轻易从众，而且要正

确引导受众的从众心理。“大跃进”时期的新闻传媒由

于缺乏第一手的真实调查材料，很容易听信现有的舆论

和观点，失去了自己的分辨力，当然就难以正确引导社

会上的大众心理，乃至给社会大众的浮夸心理推波助

澜，其教训十分深刻。而在今天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信

息时代，由于新闻媒介传播的声音引导并代表了“多数”

意见，而受众对信息的依赖性和易得性越来越强，很容

易跟随大众传媒的声音出现从众心理，这就要求新闻传

媒要提高自己的素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的心理。要使

广大受众以大众传媒提示的观念或规范为依据，产生趋

同心理和大体一致的行为（即传媒引导受众“从众”），潜

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发挥其社会控制

功能。要吸取“大跃进”期间新闻媒体搞浮夸、虚假信息

的教训，把握媒体话语的分寸，不上纲、不煽情，正确引

导舆论与大众的情绪与行为。

其三，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既是信息的解读

者，又是传播活动的信息源。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根

据自身的社会阅历、社会环境、心理定势加以选择、识别

和吸纳，在无意识中建立感知判断能力，由此会产生盲

目性和从众性。“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民众文化水

平、政策水平不高，容易从众，作为新闻的提供者表述不

当，给新闻媒体提供了不少不具有可信度甚至是虚假的

材料，造成了信息失真。这就警醒我们今天的受众，要

增强对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

能力以及思辨反映能力，对媒介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不被媒介中传递和暗示的信息所影响，忌盲目轻信，更

不能做二次传播。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１５
作者姚桂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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